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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时段：结构变迁中的“教育－治理”共生逻辑

年鉴学派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是长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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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研究基于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剖析乡村教育与基层治理的百年变迁，重点探讨了从“文字下乡”到

“数字下乡”的演进过程。长时段视角下，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文明形态的缓慢演变深刻影响了教育在基层治理中的

角色。中时段分析揭示了政策工具调整与治理目标升级对教育赋能模式的影响。短时段研究则通过定县实验、边区农

村建设等案例，展示了教育赋能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与成效。教育是基层治理的前置性与柔性引导力量，“数字下乡”

须加强技术普惠与多元共治，以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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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结构。“结构是一种网络构造，一种能干扰时间的作用并改变其

范围和速度的实在，它同时起着支撑和阻碍作用。”[1] 长时段关注

地理环境、社会基本结构以及文明形态的缓慢演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保障。从民国时期的平民识字运动，到新中国初期的扫盲运动，

再到如今数字乡村建设，作为现代性符码的文字和数字始终在以教育的方式植入基层。年鉴学派强调今昔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当代的

某些事件能够昭示历史上尚未被人觉察的联系。基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从教育赋能基层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百年乡村建设历史，

以揭示“文字下乡”和“数字下乡”的连续性、必然性和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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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环境的稳定性

中国乡村在百年以前的长时段中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

动。[2] 固定的土地难以催生人口迁徙的内生动力，加之明清两朝

的禁海令，封闭性成为中国农耕社会的重要特征。封闭的特征使

农村经营相对简单，农业生产的经验大多以歌谣、谚语等形式总

结，无须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

鸦片战争打破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平衡。与此同时，工业

渐次发展，城市开办诸多工业学堂。工厂受地理环境的约束少，

事实上打破了土地对人的限制，催生乡村人员的流动。与工业匹

配的教育不再是简单的生产经验传授，或专属于精英阶层的科举

教育，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化的知识系统。为掌握新的生产

技术，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文字下乡”成为乡村教育的前置

条件。

进入信息化时代，数字作为实体世界的符号，方方面面植入

生活、生产及学习的场景，并构筑起一个虚拟的结构。数字世界

与地理环境形成两种结构，身处乡村的人一方面享受信息技术带

来的便利，足不出户就可遍览世界；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发展不均

衡，形成“数字鸿沟”，村民对数字结构的掌握能力不足。“数字

下乡”不仅意味着要将新的技术植入乡村，同时也面临着将一个

虚拟结构与实体结构整合的挑战。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运行长期以来依赖血缘的继替。通

过嫡长子继承制、分家析产等制度，土地、房产等核心资源在家

族内部代际传递。由于血缘天然具备如辈分、长幼的等级性和亲

疏远近的差序性，以血缘为原点向外辐射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

“人情”、“面子”等非正式规则，构建起低成本的自我治理机

制。当社会结构发生冲突时，往往是父权式教育首先发生作用。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实行的是“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

皆自治”的国家统治与乡村社会分治的治理体系。

现代社会的运转以合作和契约为底色，这就意味着村民要以

公民角色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文字既能自上而下传递信息，也

能自下而上表达意愿，不再需要通过乡绅或是地方官员进行“翻

译”。复杂经验和重要信息则需要突破时空限制，转化为可以长期

保存的形式。“当前，社会信息经过数字处理并存储在非纸介质的

载体中，通过网络通信、计算机或终端等方式再现出来的资源被

称为数字信息。”[3] 数字的灵活性和耐储存性大大超越了文字，可

视为突破时空限制的文字升级版。“数字技术渗透在城乡社会生活

的各个角度，社会性获得充分释放，与生产生活、政府治理、社

会建设高度融合。”[4]

（三）农业文明的转向

相较于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文明形态的变化更为明显。以

定居农业为基础诞生了农耕文明。乡村社会以血缘为纽带构建家

族、宗族组织，强调孝道、等级秩序。教育内容与治理规则高度

同构，均以维护血缘网络稳定性为目标，形成“经验－血缘－礼

治”三位一体的稳定结构。工业文明的核心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

础的技术理性为主导、能源革命驱动、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形

态。技术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手段，农耕文明的“自然时间”被

“准时制”取代。教育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引入现代学科，培养技

术人才。保甲制、土地改革等政策削弱宗族权威，将乡村纳入行

政网格。信息时代的核心是以数据为核心资源、信息技术为驱动

工具、知识创新为发展引擎。信息传播突破时空限制，形成扁平

化、去中心化的社会结构。知识从垄断变为开放，每个人都可以

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以及享用者。数字技术既为教育提供

工具，又为治理创造载体，二者在数据赋能目标下深度融合。

二、中时段：政策周期中的教育赋能模式迭代

中时段是连接长时段与短时段的桥梁，对历史进程起直接和

重要作用，聚焦社会制度、经济周期等中等时间尺度的变化，在

“文字下乡”与“数字下乡”中表现为政策工具的调整与治理目标

的升级。

（一）知识分子的直接介入

在“文字下乡”的初期，政策工具以知识分子的直接介入为

主。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深入乡村，通过开办平民学校、

推广识字教育等方式，试图唤醒农民的自我意识，提升其文化素

养。针对农村的“愚”、“穷”、“弱”、“私”，晏阳初提出文

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5] 这一时期的教育赋

能模式侧重于知识的单向传递，旨在打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文化

隔阂，为乡村的现代化奠定基础。由城市向乡村输送知识，将农

民改造为城市人的模式没有触及土地分配的问题，无法从利益和

身份上真正动员农民。

（二）政党领导下的探索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根据地开展乡村建设

和革命。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曾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

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

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6]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教育与

生产劳动紧密结合，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有力工具。通过组织农

民学习农业技术、开展文化活动，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能，

还增强了他们的集体意识和革命精神。边区教育厅针对小学办学

出台“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性和解决经

费不足的问题。“群众作为办学的主体，采用村民自治和组织文教

合作组、学习互助组的形式提供人力、物资、财力方面的保障，

进行办学与自主管理，办学类型包括半日校、夜校、冬学、扫盲

班、“小先生”等形式。”[7] 这一时期的教育赋能模式更加注重实

践性和群众性，强调教育服务生产、服务革命的目标，为乡村治

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自上而下的推广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第一阶

段是农村土地改革时期，借鉴陕甘宁边区的经验，通过冬学委员

会动员群众，在农闲时节开展识字教育。1952年中央成立扫盲

工作委员会，各省设立专职机构，举办师资培训班，推动扫盲运

动全国化。第二个阶段是农业合作化时期，1953年停止速成识字

法，转向常年业余学校（民校），结合合作化运动统一学习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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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8年推广山西万荣县经

验，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核心，通过“拼音 - 识字 - 普通话”

三结合教学，解决扫盲巩固问题。“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

共扫除农村文盲4000多万人，1959年2600 万人，1960年383.9 

万人。”[8] 这一时期的教育目标从文化启蒙升级为国家工业化与现

代化服务，实现了从知识下乡到能力建设的转变。

三、短时段：个体行动中的教育赋能实践与张力

短时段是我们熟识的历史叙事方式，即以重大事件为核心的

政治史、军事史等。在百年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教育发生的事实

应当以不同的时间性进行描述。“历史应当是一首能够用多声部唱

出的、听得见的歌曲。”[9]

（一）定县实验

定县实验是由平民教育家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在河北定县开展的一项以县为单位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

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平民教育”为理念，提出“除文

盲、作新民”的口号，旨在通过教育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实现

“民族再造”。定县实验的扫盲成效显著，平教会曾于1927年春进

行全县文盲调查，大致情况如下：“全县人口约40万，其中文盲

约27万，约占83％。1929年春举行第二次调查，文盲人数下降为

占被调查人数的67％。1934年6月底，全县14 － 25岁的青年约

有8．2万人，其中文盲占39％。”[10]

定县实验之所以突出，在于其理念先进，且影响广泛。国民

政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

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其中至少有3个议案采自定县实验。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

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11] 定县实验

的经验后来被推广到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乡村改造活动之中，成为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乡村改造运动的发

源地。

（二）边区农村建设

相较于定县实验，民主革命时期在边区农村建设，用循序渐

进的办法将土地重新分配，并且将党的组织延伸到基层，建立了

群众性的教育组织，重新调整了乡村的社会秩序。通过利益动

员、身份动员和情感动员，边区的农民意识到土地的分配不合

理，自身应成为国家的主人和政治生活的参与者，重塑了农村的

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边区农村建设由新型政党组织，注重土地

制度变革、政策引导与组织动员，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

（三）数字乡村建设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

乡村建设指南2.0》中要求综合考虑本地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参

照使用，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注意探索适合本地区数字乡村

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乡村数字治理中，党的领导是核心保障，

党组织应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

治理规划。要加强对农民的数字素养教育，培养专业的数字治理

人才。通过大数据分析、实地走访等方式，收集乡村的地理信

息、人口结构、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数据，为数字治理

方案制定提供精准支撑。

四、结语

乡村振兴是百年乡村建设的延伸，教育在基层治理中一直扮

演着前置性、柔性的引导作用。“文字下乡”，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后的扫盲运动获得的成功，其根本在于撼动了长时段中的农村结

构，与土地改革、政党下乡等实践一起改变了人与自然，社会生

产关系以及精英主导文化的现状。数字在超时空性方面是文字的

升级版，其技术性和工具性特点显著。“数字下乡”的目标不在

于改变农村的结构，而是以政策为向导，基于乡村实际，鼓励进

行更多的实践，从而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使技术适配于乡村建

设，缩小城乡差距。由于信息技术仍在发展，“数字下乡”是一个

动态调整的政策，短时段中的标志性事件发生仍需要置于更广阔

的时间段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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